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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世界遗产“良渚古城遗址”认识的 

十大学术泡沫 
                                    

裴安平 

 

2019 年 7 月 6 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报为“世界遗产”，这的确值得庆贺。一

方面它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突出贡献，所以能成为“世界遗产”的项目

和数量都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内文化遗产品质的提升，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的发展与深入。 

然而，“良渚古城遗址”的申报与认识也暴露了许多学术追求与认识方面的问题。尤其

是在今天国外“先进”理论横行天下，国内学术趋之若鹜，随意拔高考古发现意义，严重缺

失学术批评的时代，绚丽多彩的考古新发现不仅掩盖了大量不实的学术泡沫，还使难以洁身

自好的“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了“领跑”这个时代的代表和典范。        

根据已有的资料与专家论述，“良渚古城遗址”的认识至少有十大学术泡沫。之所以称

其为“泡沫”，因为它想超越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都邑性遗址,故而不仅缺少严谨求实的

论证，还毫无根据地随意夸大考古发现的属性和意义，已完全不属于一般的学术问题和不同

的学术观点。 

泡沫一：“良渚古城”的命名有违学术规范 

经过多年的努力调查与发掘，一座良渚文化的古城终于在浙江余杭瓶窑镇的地域范围内

被发现了。由于面积巨大，300万平方米，为中国史前土城之最；又由于城内中心部位还有

莫家山约 30 万平方米的人工土台，以及周边所发现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大型祭坛与出

土大量玉器的高等级墓葬；所以城址的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更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史前文化

发展与国家起源进程的光辉灿烂。为此，专家们就将古城直接命名为“良渚古城”，并藉此

突出它的地位与重要性。 

不过，在 2008年 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召开的“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1

上，作者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见，直言“良渚古城”的命名值得商榷。 

第一，违背了以往考古以当地地名命名重大考古发现的惯例，不仅有史以来第一次破坏

了考古学的传统，还使人很容易就以为城址的发现之地是在“良渚”而非相距约 8 公里的

“瓶窑”。 

第二，“良渚古城”一词与“良渚文化”、“良渚古国”在概念上有重合之处，很容易

使人误以为该城是“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的都城，不是良渚文化某一个局部地区的城。   

第三，如果今后在良渚文化的范围内又发现一个规模与现在的持平，甚至更大的城，那

又该如何命名呢？是否还可以命名为“良渚古城”呢？ 

实际上，按规范与惯例实事求是地将古城称为“瓶窑古城”并不妨碍对它的历史地位与

重要性的认识，而有意违反规范与惯例将其拔高称为“良渚古城”却显示了一种有意拔高其

历史地位与重要性的人为情结。尤其是在专家视良渚镇范围为当时城外“郊区”2或“野”

地的时候3，“良渚古城”的命名以如此卑微之地为故乡，一方面是自我矛盾自我贬损，另

一方面也与历史事实和地位不符。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浙江文物网 2008 年 3 月 27 日； 

 金毅：《国内权威专家：良渚古城的年代不用怀疑》，《钱江晚报》2008 年 3 月 23 日。 
2 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2019 年 

7 月 8 日。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城内考古发掘及城外勘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 年 

12 月 16 日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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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二：“良渚古城”内根本没有“宫城” 

专家认为：古城内的莫角山宫殿区堪称中国最早的宫城，宫殿区的面积要远远超过年代

更晚的龙山时代的石峁、陶寺和夏代的二里头宫殿区或宫城，堪称中国最早的宫城，更形象

的说，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4。 

    然而，莫角山只是城址的“中心”，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宫城”。 

第一， 血缘社会没有“宫城”。 

中国的历史文献与考古皆证明，“城”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最早的城是属于一定的

血缘组织的，后来才逐渐地缘化，才出现“宫城”。中国最早的“宫城”只见于战国时期，

并拥有二个最重要的时代特征5。一是“宫城”已不再与任何核心血缘组织有关，而纯粹属

于不以血缘和民族为纽带的统治阶级；二是，由于正式成为了新型统治阶级的统治中心，所

以主要除了宫殿、宗庙以外，也不见有关核心血缘组织族人日常居住的住宅、墓葬和从事日

常手工业的作坊。 

    一般而言，良渚文化所处时代还是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即使是内城的

核心区域莫角山也像史前湖北天门石家河6、山东日照尧王城7、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宗庙

区8、明末女真族努尔哈赤所建“赫图阿拉”的内城9一样，都是大型血缘组织内部核心血缘

组织与族体的驻地。因此，莫角山不可能超越历史出现真正地缘化并属于统治阶级的“宫城”。 

第二， 莫角山上并没有发现单独的“宫城”。 

莫角山曾进行过二次大的考古发掘。 

    1992—1993年，第一次，发掘面积 1400平方，发现了柱洞、取土坑、普通平民墓、土

埂与土坯砖堆放场（图 1,3）等10。其中，在小莫角山东南编号为Ⅱ1T1的 10×10米的探方

内一共发现 32个柱洞
11
。但是，这些柱洞都“大小、形状各异”，排列也不规矩；而且所有

的柱洞竟然皆无石头或烧土类的柱础，也不见江浙一带常见的木质垫板（图 1，1）。显然，

如此不规范，不整齐，且简陋有余的柱洞，与大型宫殿完全不相匹配，说明莫角山夯土基址

之上的建筑遗迹并不一定都是宫殿。此外，在莫角山东南 T7 清理的一座小墓，仅随葬鼎、

豆、壶三件普通陶器（图 1，3）12，显示地位很低，还有一般的平民。 

    2011—2016 年，通过大规模勘探、长探沟发掘配合探方全面揭露等方法，在大莫角山

周围发现宽约 4—15、深约 0.6—1.5 米的围沟。围沟在良渚文化晚期被废弃填平，随后又

修建了石头墙基。在大莫角山顶上还发现了 7 个面积约 300至 900 平方米的房屋台基。在

大莫角山西面，发掘也确认小莫角山山顶存在 4 个房屋台基。早期阶段房基一处，总面积

约 380平方米13。 

    显然，历年的发掘表明莫角山上确有可能属于宫殿的基址，但它却同时还像河南安阳殷

墟商代晚期小屯大灰沟以内既有宫殿宗庙又有普通手工作坊一样14，也与其它的普通住宅、

手工作坊和墓葬共存，而不存在主要以宫殿为主的“宫城”。 

    作为考古工作者切忌为了拔高考古发现的意义而偏心，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完整系统地理

解自己所发现的古人遗迹，不能有意抬高一部分的意义与价值，而对另一部分视而不见。 

                                                        
4  刘斌等：《良渚古城在中国城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杭州日报》2018 年 4 月 26日，第 23 版。 
5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82 页。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二五”期间重要考古收获》，江 

汉考古编辑部 2006 年版，第 31 页。 
7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第 30 期，第 12—21 页。 
8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404—412 页。 
9
 梁振晶：《赫图阿拉城“尊号台”遗址建筑格局及相关问题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5 期。 

10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369—373 页。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莫角山遗址 1992～1993 年的发掘》，《文物》2001 年第 12 期。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莫角山遗址 1992～1993 年的发掘》，《文物》2001 年第 12 期。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城内考古发掘及城外勘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 年 

12 月 16 日，第 8 版。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4—2005 年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勘探和发掘》，《考古 

学报》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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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三、四：“良渚古城”内根本没有独立的“王陵”与贵族墓地 

    专家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之所以规模不亚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都邑性遗址，还因为

其中包括王陵与贵族墓地15。 

    然而，按等级地位将王或个人贵族单独聚在一起并集中葬在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墓地里

完全是地缘阶级社会才普遍具有的现象，而史前血缘社会无论地位高低所有的人死了都与

族人和家人葬在一起，因而只有氏族公共墓地与家族墓地二种基本的组织类型。“良渚古

城”所处的时代充其量也只是血缘与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城里或城外也根本不可能

超越时代有单独的“王陵”与“贵族墓地”。 

                                                        
15 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2019 年 

7 月 8 日。 

 
图 1：莫角山 1993 年以前发掘出土遗迹平剖面图 

1、Ⅱ1T1柱洞、柱坑平剖面图；2、Ⅳ1 区沟埂遗迹平面图；3、莫角山东南小墓平剖面图 

（1、2 引自《文物》2001年第 12期；3 引自《良渚遗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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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良渚古城”不存在单独的“王陵” 

    作为一种埋葬制度，考古表明“王陵”有三个基本特点。其一，所有的墓主都是同等地

位的王；其二，由于所有的人都是王，因而同一个墓地里的所有人都享受同等待遇，没有明

显的地位级差；其三，墓穴之上有如小山一样的封土堆，即“陵”。其中，前二个特点最早

发端于商代晚期，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岗所见大墓区就是代表。那里不仅是地位相等的商王单

独集中埋葬之地，而且都拥有“亞”字形的四个墓道的大墓和众多的殉人。真正三个特点都

齐全的时代是春秋战国，如浙江绍兴印山大墓春秋越王允常墓16、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17。 

    相对而言，被专家誉为“良渚古城”“王陵”的反山墓地，不仅时代太早没有出现小山

一样的“陵”，而且已有的发现还表明那里人的地位等级也明显高低不平18。 

其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还有琮王的只有一座墓，即 M12；而在南北两排的 9 座墓中，

有 4 墓琮璧钺共存（M14、12、16、20），有 1 墓琮钺共存（M17），有 1 墓琮璧共存（M23），

有 3 墓或只有琮（M18）或只有璧（M22、15）。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M15、18 二墓，不仅

玉器的种类残缺不全，而且随葬的数量也特少，分别只有 54、61 件，为所有墓随葬玉器数

量倒数第一、第二名，即使与倒数第三名 M22 相比，也比它 175 件少了近 2/3。 

这不仅说明反山墓葬的等级差异明显，而且说明 M15、18 既不是“王”也不是大贵族；

更重要的是由此还证明莫角山根本不是由“王”构成的单纯的“王陵”。 

（二）“良渚古城”不存在单独的“贵族墓地” 

    所谓“贵族墓地”，一般而言就是除了王以外其它有权有势的高等级的人物单独按等

级地位集中埋葬之处。 

    考古表明，这种只按地位而无血缘或民族界限的人都可以集中埋在一起的墓地也完全是

社会地缘化的产物，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产物。对此，河南安阳殷墟后岗墓地的整体组织结构

就是证明。 

    后岗墓地可分为六个墓组（图 2），第Ⅰ组就是整个墓地规模最大的墓组，有 18墓。

其中，有三座带二个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一座是带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这些墓，

毫无疑问都是大贵族，尤其是那些“中”字形大墓，发现的数量很少，墓主很可能就属于王

室成员。然而，就在他们的墓穴周围却簇拥着一批

地位低下的小墓。其中，Ⅰ组就有没有墓道的中小

型墓 12座，数量是带墓道墓的 4倍；Ⅱ组一墓带墓

道，另有 6墓不带；三组也是一墓带墓道，另有 13

墓不带。与Ⅰ、Ⅱ、Ⅲ组不同的是，Ⅳ、Ⅴ、Ⅵ组

不仅都位于Ⅰ、Ⅱ、Ⅲ组的外围，也没有一座带墓

道的墓，而且 1971年发掘的第Ⅳ群墓葬还绝大多数

墓室面积不足 3平方米，随葬品稀少19。 

    显然，殷墟后岗墓地虽然有“中”字形大墓 5

座，但它仍然不是一个“贵族墓地”，而是“有王

室成员及其家族的墓地”20。与此同时，还说明即使

当时的国体是地缘化的，但社会基层组织，包括大

贵族所在，仍以血缘组织为主，墓地的组织方式也

与活人的社会组织方式一样。良渚反山墓地虽然当

时与众不同，但不可能超越历史，更不可能提前超

越商代就出现了无血缘界限的纯贵族的“贵族墓

地”。 

    最近，有专家一再强调“良渚古城”内 2016年

                                                        
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 
1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 页。 
1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 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第 3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 年版，第 132 页。 

 
图 2：殷墟后岗墓地墓葬分布示意图 

（引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图中虚线圈与编号系本文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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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的良渚文化中期姜家山墓地就属于“贵族墓地”21。 

    姜家山墓地位于反山墓地南侧，也是依托自然岗地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已发现 14座

墓葬，大致呈三排分布，男性墓头向均朝南，女性墓除 M7外均头向朝北，男女性墓葬交错

分布。其中，既有高等级墓葬，也有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居民甚至小孩的墓葬22。 

    显然，姜家山也是一处家族墓地，而非纯正的“贵族墓地”。之所以会有“人工高台”

就因为这是一个高等级的家族，其中有人是“贵族”，有人是平民。因此，不能在史前墓地

里见到有贵族的高台墓地就以为整个墓地的性质就属于单纯的“贵族墓地”。  

位于安溪镇下溪湾村的瑶山祭坛墓地也如此，所有墓都有玉器随葬，很像是一个单纯的

“贵族墓地”23。但是，那些墓葬的等级高低也差异明显，尤其是 M5，不仅出土玉器数量

最少，只有 22 件，而且琮璧钺全无，显示墓主很可能只是一个一般的小贵族，并说明那里

就像反山、姜家山一样也存在一个当地高等级的家族墓地，夫荣妻贵，父荣子贵。但是，它

们绝不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地缘化的单纯的“贵族墓地”。 

 

泡沫五：“良渚古城”内根本没有独立与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 

    专家认为，在“良渚古城”范围内还存在“独立”与“专门”的“手工作坊区”24， 特

别是内城钟家港河道西侧区域的南段和北段，由于紧邻两岸台地，所以河道堆积中存在大量

的遗物。其中，钟家港南段西岸的李家山台地边缘就揭露出保存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与木器

坯件等漆木器；在钟家港南段东岸的钟家村台地边缘也出土了较多黑石英石片、玉料、玉钻

芯、石钻芯等遗物，从而显示李家山和钟家

村台地上可能分别存在漆木器和玉石器作

坊。由于这是城内首次发现的手工业作坊

区，故推测古城城内除了宫殿区、王陵和贵

族墓地等核心区以外的台地主要都应该是

手工业作坊区25。 

然而，这种专门独立的不属于任何特定

血缘组织的手工业作坊区至少要到地缘社

会的春秋战国才出现，因为从史前晚期一直

到商代殷墟和西周，所有的农业与手工业都

属于一定的血缘组织，所有的农业与手工业

社会分工都只发生在大型的血缘组织内部，

并有二个重要特点26。一是所有的作坊都要

服从上级的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二是所有

的作坊都属于次一级的血缘组织，都是具体

氏族和部落在各尽所能基础上赖以生存赖

以工商“食官，官廪之”的基本产业（《周

礼》）。 

史前晚期，考古发现，湖北天门石家河

城内城外共有 3个地点发现了可能是冶铜的

遗迹和遗物。其中，邓家湾，位于小城内的

西北27；肖家屋脊28与罗家柏岭29则位于大城

                                                        
2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 年浙江重要考古发现选介》，中国考古网，2016年 12 月 12 日。     
22 宋晗语：《从墓葬等级看良渚社会结构》，《余杭晨报》2019 年 6 月 24 日。: 
23 浙江省考古所：《瑶山》，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 
24 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2019 年 

7 月 8 日。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城内考古发掘及城外勘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 年 

12 月 16 日，第 8 版。 
26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版，第 240—310页。 
2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邓家湾》，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3 页。 

 

图 3：殷墟孝民屯发掘成果平面图（1） 

与 A 区半地穴式房址分布平面照片（2） 

（引自：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孝民屯商代房址 

            2003—2004 年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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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东南。由于铜是当时的贵金属，铜的制品也只有贵族才能享用；又由于冶铜也是当时手

工业技术含量最高的顶级产业；所以它的生产活动绝不是个别聚落的随意行为，而是都服从

小城内核心聚落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坊也是所在聚落所在血缘氏族

赖以为生的产业和资本。 

    商代晚期的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也一样，虽然远离小屯宫殿宗庙区约 2 公里，但它所出

土的商代顶级陶范却毋容置疑的表明那里是一处“王室直接控制”的手工作坊（图 3，1）。

但是，作坊周围的半地穴式住房，仅 A 区就有 27 组近百间（图 3，2），从而说明该作坊就

应该一直是当地整个血缘部落各氏族所共有的产业。 

实际上，商代晚期之所以会存在“百工”与“世工世族”现象就充分表明，当时所有的

作坊都属于具体的血缘组织氏族或部落，并没有在城内形成脱离了血缘组织的专门单纯独立

的“手工业作坊区”。 

此外，《左传·定公四年》所言西周分封鲁国的“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

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封卫国的“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铸氏、樊氏、饥氏、

终葵氏，就证明商代手工职业与基层血缘组织之间不仅存在明显“世工世族”的长期联系，

而且这种联系还转变成了有关血缘组织的社会特征，也同步说明当时并没有出现不属于任何

基层血缘组织的单纯的“手工业作坊区”。 

历史表明，真正独立的手工作坊区是社会地缘化的产物，是生产资料使用权完全个人所

有的产物，是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市”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 

泡沫六：“良渚古城”内根本没有“城址区” 

    “城址区”是一个“良渚古城”考古与研究所提出的独有的全新的考古学概念。 

    就字面的含义而言，它介于史前血缘组织的“城址”与现代地缘社会城市的“市区”之

间。一般而言，现代城市的市区即城区多指城市中人口密集，工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

文教卫生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是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区域，即市中心和周围连片的城

市区域，如北京的东城区、西城区；而新概念想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良渚古城”也

与现代的城市一样，既有市中心，又有周边的城区（图 4，1），甚至还有“郊区”（图 4，

2）30；其中，城区就包括宫城、内城、外城三部分；而周边的城区或郊区则根据不同的理

解来随意划分（图 4，4），这样“其规模不亚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都邑性遗址”。 

    然而，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地拔高“良渚古城”意义的认识。 

    第一，史前晚期一直到商周时期，城址都属于一定的血缘组织，城内城外的聚落都是同

一个大型聚落组织的不同成员，城外也根本没有独立于血缘组织的地缘化的“城址区”的部

分和地域，更没有突破了血缘界限完全地缘化的“郊区”，河南安阳殷墟即如此（图 5）。 

    第二，要正确理解和认识史前城址的属性和特点，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正确理解和认识城

址所在聚落组织与组织形态的性质与特点。舍此，完全是本末倒置。关于“良渚古城遗址”

特点与性质的识别与理解即如此，不仅丝毫没有与史前聚落组织相联系，而且从一开始就与

晚期地缘社会的城址挂钩，从而彻底地误解了历史的真相。 

    第三，截至春秋战国为止，考古在各诸侯国都城的外围也没有发现所谓的“城址区”。

因为当时“筑城以卫君，筑造廓以守民”（《吴越春秋》），民都集中在“廓”内，“城址

区”与“市”都在城内，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在城外设置“城址区”了。 

                                                                                                                                                               
28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6 页。 
2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 年第 2 期。 
30 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2019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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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殷墟的聚落遗址分布位置与政治组织结构示意图 

（引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图中实线圈、虚线圈均为本文作者所加） 

 

 

 

图 4:史前"良渚古城遗址"地缘社会的结构与布局示意图 
1、良渚古城遗址平面图；2、良渚古城郊区平面图；3、良渚古城城址区平面图；4、本文作者集成图 

（1 引自：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2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 年浙江重要考古发现选介》；
3 引自：杭州网《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被世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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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根据图 4的显示，良渚专家们的“城址区”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并有三大特

点。一是，地域广阔，外城北部至东苕溪之间大于内城一半的面积皆属“城址区”；二是，

人口聚落稀少，整个区域只有二个聚落；三是，这二个聚落还明显偏安一隅，只位于“城址

区”的东北角。显然，这种地广人稀的区域和所要表达的“城址区”的内涵是矛盾的，也名

不符实的；而且将这样的区域赋予“城址区”的含义也显示研究者对问题认识的轻率。 

泡沫七、八：“良渚古城”内根本没有“中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 

    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宫殿区、内城、外郭的格局类似后世都城中宫城、皇城、外

郭的三重结构体系，是中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31。 
    然而，这种比较结论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它们相互之间仅只是形似而神不似，根本没有

可比性。 

（一）城址“三重结构体系”的历史意义完全不同 

    史前是血缘社会，夏商周也只是血缘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因而当时所有的城都是

血缘组织的城,城内城外聚落的分布与城址规模结构也完全与血缘组织各成员的等级地位相

匹配，湖北天门石家河、河南安阳殷墟就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据考古发掘与调查，距今 5—4.5千年屈家岭文化期间，整个天门石家河聚落群团就完

成了城址的全面建设。其中，聚落群团的核心聚落，类似“良渚古城”莫角山那样的“宫城”

和“宫城区”，类似反山那样最高等级的“王陵”，以及类似莫角山上那样的平民住宅与墓

葬都位于 26万平方米的内城中的谭家岭遗址上32。此外，在内城外还有 120 万平方米的大

城，里面住的全是核心聚落群的其它成员，即邓家湾、三房湾、蓄树岭等聚落。在大城外，

聚落群团的其它非核心聚落群成员就超近距离的聚集在城的周边，最近的不超过 2百米，至

少 5个聚落群 14个聚落（图 6，1）。石家河文化时期，虽然当地的聚落组织整体由屈家岭

时期的聚落群团升级成为了聚落集团，但内城、外城里面的聚落组织状况没有大的变化，变

化最大的一是城外的聚落数量由 14个翻了一番还多，变成了至少 30个；二是所有的聚落全

部位于外环濠之中（图 6，2）。 

商代，虽然国体已经地缘化了，但政体依然还是血缘化的，基层社会组织依然还是血缘

                                                        
31 刘斌等：《良渚古城在中国城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杭州日报》2019 年 4 月 26日第 23 版。 
32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谭家岭》，文物出版社 2011 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江汉考古编辑部 2016 年版，第 32 页。 

 
图 6：湖北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1）、石家河文化（2）时期城址与聚落分布图 

（1 引自：国家地理中文网；2 引自：本文作者 2018 年 12 月摄于石家河发掘工地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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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安阳殷墟即如此，就是一个超大型的聚落集团（图 5）33。其中，小屯宫殿宗庙区就

是核心聚落群团的驻地。1991年花园庄一带再次发掘，H3，出土甲骨 1583片，清一色“非

王卜辞”
34
，由此证明当地就住着一个与王同属一个聚落群团但非王一族的聚落群或部落。 

事实表明，从史前一直到夏商周，中国的城址与都城周边只有同一个大型血缘组织的成

员驻地，而从未出现过完全地缘化的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 

根据已有的资料，中国出现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都城的时代最早滥觞于魏晋时期
35，其意义完全是地缘化的是强化中央集权制的重要举措，与任何血缘组织和民族都没有直

接关系。 

    正因此，因为史前血缘社会的城址和结构在外观上与地缘社会的城址和结构有一定的相

似之处，就认为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意义，这是疏于深入研究而简单类比的结果，是重形式逻

辑而轻历史逻辑的结果。 

    （二）城址的“三重结构体系”完全与“市”无关 

    根据专家的论述，只要具有了“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的城址就具有了“三重城

市”的含义，这完全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中国的“市”在东周以前与城没有任何联系，也与

魏晋以后“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的城没有任何联系。史前至商周，所有的城里都没

有市；而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城里还没有出现“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但“市”已

赫然存在36。魏晋以后，“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的城的出现也是因为社会政治的需

要而与“市”的发展和需求无缘。 

    事实上，“良渚古城”即使具有“类似后世都城中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

也根本不可能超越历史成为“城市”。 

    中国的考古表明，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一种地缘社

会的人类共同体与组织单位。它的主要形成途径，一方面是国体政体全地缘化国家的出现，

否则城址就会像商晚期的河南殷墟、西周时期的山东临淄一样，被一定的血缘组织和统治民

族的人所占领；另一方面就是在生产资料使用权完全私有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的兴起，因为没

有这种私有权就没有商品经济，就没有城乡的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城”里就不需要“市”。

实际上，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地缘社会才拥有的历史现象。一般而言，社会地缘一体化就是商

品经济的社会基础，任何地方的手工业和农业都不可能在独自为政的血缘社会和血缘组织之

间实现所谓的“社会分工”，即使有剩余产品也只能“交换”而无法“流通”。此外，生产

资料的使用权还必须个人完全所有。否则，产品都是集体的、国家的，也不可能变成可随意

销售与自由竞争的商品。 

    显然，“良渚古城”即使具有“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也根本不可能先于东周就

成为历史上最早与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有关的“城市”。 

泡沫九：“良渚古城”不能证明中国只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专家认为：国际学术界由于对中文文献不了解，对中国考古学的进展也停留在 20世纪

80年代，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中华文明的起始时间常常定在晚商殷墟；而良渚古城遗址

的发现与深入研究，将有力地改变这一传统观念，并证实良渚文化已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

家阶段，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37。 

    然而，“良渚古城”考古工作者的认识也同样停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根本不知中华

文明史已超过了 8 千年，“良渚古城”本身就是社会文明化的结果。 

                                                        
33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401—404 页。 
34 曹定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殷代早期的珍贵史料》，《中国教育报》2004 年 3 月 5 日。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36 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 年第 3 期。 
37 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2019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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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将“文明”与“国家”这二个概念捆绑在一起，并认为“国

家”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38。 

    但是，中国的考古表明：文明是人类社会高品质的发展状态和发展阶段，也是人类社会

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本身的解放不断的进步与变革。不因国家而起，也不因

国家而亡。国家只是人类地缘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与组织形式。以前没有，以后也会因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和世界“大同”而消亡。 

    中国的考古还表明，距今约 8千年前后，中国的文明就已经起源了。其中，最重要的社

会变化就是人与人之间，聚落与聚落之间，都出现了等级地位的分化。 

人与人之间等级地位分化的最早标志就是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图 7）。对此，1991 年 8

月，在《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一文中，苏秉琦先生就说到：“查海玉器已解

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

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同年 12 月，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的论述中，

他又进一步指出：“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

苏先生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最早且充分地肯定了兴隆洼文化玉器作为文明起源标志的

社会和历史意义。 

    关于聚落之间等级地位分化的标志主要见于浙江嵊州小黄山39、河南新郑唐户（图 8，1）
40等多聚落遗址的发现。因为在这些遗址中人类血缘社会以往各成员独立平等的组织方式发

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主从关系、出现了核心聚落与从属聚落。其中，核

心聚落就住在环壕之内，其它从属聚落就围绕在壕沟以外（图 8，1）。 

大约距今 5千年前后，文明的阳光已洒满了人间，并给当时的人类社会带来了 8大变化。 

    变化 1：自然的广谱经济转变为人为的生产性农业经济。 

    变化 2：生产方式由集体劳动转变为早期个体劳动。 

    变化 3：一夫一妻制婚姻与家庭开始普及。  

                                                        
38 王巍：《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关概念的理解》，《史学月刊》2008 年第 1 期。 
39 王海明：《专家论证嵊州小黄山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 年 1 月 11 日；张恒等《“小黄山”万年 

  古文明的见证》，嵊州新闻网 2011年 4月 25 日。 
40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    

  古》2008 年第 5 期。 

 

图 7：兴隆洼遗址 M118 发掘照及随葬品器物图 

（引自：杨虎等《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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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4：个体家庭成为了血缘社会独立的最小组织与经济单位。 

    变化 5：母系社会变成了父系社会。 

    变化 6：财富私有制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贵族。 

    变化 7：个人开始由集体中的一员变成了集体中独立的个人。  

    变化 8：社会由分散开始走向整合与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考古还证明国家是社会文明化的结果，是社会由分散走向整合与统

一的结果，是社会由血缘过渡到地缘的结果。 

    距今 8—5千年，以无长年积水的壕沟、有长年积水的濠沟和早期单聚落古城为代表，

标志新兴的各成员之间主从关系明确一体化的聚落群即部落的崛起，浙江嵊州小黄山、河南

新郑唐户等多聚落遗址（图 8，1）、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图 8，2）41就是代表。 

    距今 5—4.5千年，以聚落群即核心部落多聚落驻守的中期古城为代表，标志新兴的一

体化的聚落群团即永久性的部落联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图

6，1）、山东日照尧王城42（图 8，3）就是代表。 

    距今 4.5—4千年，以聚落群团即核心部落联盟多聚落驻守的晚期古城为代表，标志新

                                                        
4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 2007年版。 
42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   

  30 期，第 12—21 页。 

 

图 8：河南唐户、湖南城头山、山东尧王城、陕西石峁遗址平面与聚落群聚形态示意图 

（1 引自：张松林《郑州市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思考》；2 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 

3 引自：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4 引自：陕西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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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一体化的聚落集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陕西神木石峁西城区43（图 8，4）就是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就出现在这一历史时段，但不是“良渚古城址”。 

    由于“良渚古城”内外城范围内实际近距离聚集的就是一个不少于 8个聚落群 17个聚

落遗址的聚落群团（图 9）44；又由于良渚遗址群的范围内实际近距离聚集的至少就是一个

以古城为核心的不少于 4个聚落群团的大型聚落集团或其它性质的组织（图 4，4）45。因此，

“良渚古城”本身也是社会文明化的结果，而不是文明起源的开端与标志，更不能为了抬高

良渚的历史意义而大幅缩短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时间，并证明中国只有五千年文明史。 

泡沫十：“良渚古城”根本不是“早期国家” 

    专家认为：“良渚古城”是一个“早期国家”，核心区由宫殿区、内城、外郭城构成，

占地面积约 8 平方公里；而且同时在城外还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水利系统和面积广阔的“郊

区”，从而使它们与古城核心区共同构成了占地面积达 100平方公里的早期国野体系46。至

于这个“古国”的范围有多大，无形的权力边界在什么地方，却未明确指出。此外，关于早

期国家有什么特点？早期国家的定义和认定标准又是什么？专家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实际上，国家是人类地缘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与形态，国家的基础与特点就是暴力。历

史的发展表明，要最终破除人类社会组织初始的血缘和民族纽带实现地缘一体化，没有暴力

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国家要在国民之间建立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剥削的统治制度，没

有暴力也是不可想象的。早期国家，也就是历史上时代最早的国家，中国的考古表明由于它

发端于血缘社会，所以它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血缘组织，是一个族体统治、压迫和剥削

另一个族体。因此，要认定一个早期国家仅依靠专家自认为的“宫城”、“王陵”、“城市”、

规模巨大的水利系统、超乎想象的社会动员能力，都只能说明它们是在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而不能说明它们已经具有了统治、压迫和剥削他人的特征。显然，一定要找到它的统治、压

迫和剥削对象，才能实证“良渚古城”是国家。 

    但是，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良渚古城”就从未发现过被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对象。 

                                                        
43 陕西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 2016 年版。 
4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 2005年版；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355—358 页。 
45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354—374 页。 
4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城内考古发掘及城外勘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 年 

  12 月 16 日 8 版。 

 

图 9：瓶窑古城范围内聚落遗址分布示意图 

1、专家认定的古城范围；2、《良渚遗址群》显示的遗址分布图 

（1 引自：杭州网《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被世界认可！》 ； 

2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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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余杭市有关部门曾编辑出版了一本《余杭文物志》47，书中对整个市区范围

内良渚文化遗址的分布进行了重点描述，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在良渚镇以南一直到杭州是一

大片因地势低洼而形成的数十公里人迹罕至的区域，只有以东的临平才有一个相距约 15 公

里的区域有一个聚落组织（图 10，1）。 

    然而，这个组织却有二个特别令人关注的现象。 

其一，临平聚落群团有近 20 处聚落遗址相聚在一起。其中，还有一处以玉架山遗址为

首的环濠聚落群，一共有六个遗址，多数相距都不足二公里（图 10，2）48。 

其二，在该群团的横山遗址还发现二座玉器墓，特别是未经扰乱的 M2 令人感觉非同一

般49。该墓共出土玉琮 4件、玉璧 2件、玉钺 1件、石钺 132 件，包括其它器物共 284 件，

被专家们认为是“非一般部落成员”，而是“集神权、财权和军权于一身”的显贵。可是，

与良渚的同类墓相比，该墓却特点明显不同。 

第一，共出玉琮 4 件，象征地位高过良渚遗址群瑶山的所有墓，因为瑶山没有一墓超过

3 件。 

第二，没有人工专门营建的祭坛；而且玉器从材质、工整度到细刻纹饰都相对粗糙，都

不如良渚遗址群。 

第三，随葬了 132 件石钺，“这是迄今所见良渚墓葬中出土石钺最多的一座，比瓶窑汇

观山遗址 M4 出土的还要多 84 件”。但该墓的石钺“个体普遍较小，制作多粗糙甚至粗陋”。 

第四，墓葬的年代为良渚文化中期偏晚，并明显晚于反山、瑶山等多数高等级的大墓。

其中，玉琮就有 3 件是多节型的，比良渚三镇的汇观山 M4 还多 1 件。 

显然，上述现象说明临平聚落群团与良渚三镇根本不属于同一个“良渚古国”。 

一方面双方礼制与礼器的结构大不相同，另一方面玉器、石钺的制作质量也大不相同。

假如都是一家，假如都是一个统一的古国，官员都是古国统一任命的，礼器也是古国统一派

发的，那还会存在上述现象吗？难道在古国狭小的范围内，各聚落组织还可以自由制作玉礼

器，想随葬什么就随葬什么，想随葬多少就随葬多少？ 

另一方面，横山 M2 的年代明显晚于反山、瑶山等多数大贵族墓，而与汇观山 M4 相当，

                                                        
47 编纂委员会：《余杭文物志》，中华书局 2000 年。 
48 赵晔：《浙江余杭临平遗址群的聚落考察》，《东南文化》2012 年 3 期。 
49 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 60

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 年，第 69 页。 

 
图 10：浙江余杭良渚三镇与临平镇良渚文化聚落遗址分布示意图 

1、莫角山，2、玉架山，3、横山 

（1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余杭文物志》编纂委员会《余杭文物志》； 

2引自：赵晔《浙江余杭临平遗址群的聚落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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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临平聚落群团繁荣发达的时间比良渚三镇延续的时间要长要晚，也说明它所在聚落组

织的发展并没有受到过外力的干预和阻滞。 

正因此，瓶窑古城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古国的都城。一方面，良渚三镇的聚落组织并没有

表现出任何对外武力征服以建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迹象；另一方面，良渚“遗址群”与临

平“遗址群”不仅都是独立的聚落组织，而且各自还有不同的发展方式与发展特点。 

    值得注意的，由于“良渚古城”根本不是早期国家，所以所谓“占地面积达 100平方公

里的早期国野体系”也就不吹自倒了。实际上，即使“良渚古城”是早期国家，当地也不存

在“国野体系”。因为最早的国野制只见于西周，其中“国”就是统治民族周人的住地和区

域，“野”就是被统治民族族人的驻地和区域。为此，难道专家们是想把“城址区”以外的

包括“郊区”的所有人，也包括瑶山墓地的贵族，都视为“野人”吗？显然，这里的逻辑是

混乱的讲不通的。 

结束语 

    事实表明，“良渚古城”申报世界遗产的研究与认识的学术问题绝不止上述 10 个泡沫；

但这并不只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的个案，而是当今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与现象的反映。 

    概而言之，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急于求成。 

   “良渚古城”研究不是去求证考古发现原始的本来意义，而是大量与一些表面上形似的

晚期历史现象进行比对，就是这方面问题的表现与反映，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有利于一些新发

现重要性的突出和历史意义的快速拔高，有利于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各种激励。 

    第二，传统的源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源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的启发先复原历史再研究历史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被抛弃了。 

    “良渚古城”从平时的考古发掘到本次世界遗产的申报之所以很少提及中国血缘社会的

特点、演变与发展，也很少见氏族、部落、家族、家庭、私有制等字眼。这表明人们对血缘

社会原貌的探索和研究已经不屑一顾了，已经淡化了，而基于血缘组织与组织形态来研究当

时社会和城址发展与变化的思路也被完全抛弃了。 

    第三，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横行霸道积重难返。 

    尽管“良渚古城”在世遗申报的字面上大量使用了还是中国历史方面的概念和用语，但

底下掩盖的却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引进的“区域聚落形态”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专家们

之所以一味将史前的发现与晚期历史时期的相似现象挂钩，其中作祟的就是“区域聚落形态”

的理论与方法，因为“区域聚落形态”理论与方法的本质就是人为地用现代地缘社会学历史

学的概念架空和替代了关于血缘社会本来面目的复原与研究。由于急于求成，所以这种理论

大受中国考古学界的欢迎。这次“良渚古城”申遗之所以大获成功，一方面确实是考古发现

独特精彩，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学术与世界“接轨”的回报。之所以多次免费来中国考察的

外国专家，著名的科林•伦佛儒先后二次，第四届文化遗产世界大会主席加拿大皇家学院院

士魁北克大学教授露茜·莫里赛特先后三次，在见到良渚文化的城址和遗迹遗物以后，没有

一个人谈到史前原始血缘社会的复原问题，也没有一个人谈到城址内外聚落与聚落组织之间

的关系问题，这说明当代中外的“接轨”已具有了很高很深的融合层次。 

    显然，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良渚古城”申遗成功，既是好事，

也是坏事。但愿“良渚古城遗址”的成功申报能使中国考古学警醒，盲目跟着别人走很危险,

应该重走先复原历史再研究历史的正道。 

 


